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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Governance Models of Renewing Informal
Spaces in Dilapidated Neighborhoods: A Case Study of Wuhan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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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ffective governance in the renewal of informal spaces is crucial to the re‐

generation of dilapidated neighborhoods. However, existing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knowledge in this area is insufficient. This paper examines informal spa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formality and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explain the for‐

mation mechanism and governance models of these spaces in China's dilapidated

neighborhoods by invoking the concept of informality and the structure-agency

theory. The paper contends that these spaces are the results of both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of deregulation in China's housing and community management reform

and uncontrolled competition for space arising from imbalanced contradiction be‐

tween supply and demand. Renewal is a process of re-regulation and rebalancing of

interests based on spatial functions and types of rights. The paper further analyzes a

case in a typical neighborhood of Wuhan. Four types of informal spaces are identi‐

fied: spaces with strong functional needs and collective ownership, spaces with weak

functional needs and private ownership, spaces with strong functional needs and

work-unit ownership, and finally, spaces with strong functional needs and private

ownership. Diversified governance strategies, including formalization and partial for‐

malization, are summarized to guide extensive practices.

Keywords: informality; dilapidated neighborhood; neighborhood governance; neighbor‐

hood planning; urban renewal

老旧小区区位好、人口密度高，但长期面临设施不足、功能滞后、空间品质衰退和

治理能力不强的问题[1]，是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体现，因此成为“十四五”时期

我国城市更新与治理的重要对象，希望通过更新提升空间环境品质和社区治理能力，满

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但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处理大量存在的非正规空间。

当前，非正规空间治理两极化：非常决绝地想全部拆除，结果是轻视了空间背后复杂的

利益关系[2]，激化了社会矛盾，使改造难以持续；谈拆违色变，避而远之，结果是改造

止于面子工程，为社会诟病。原因在于对非正规空间形成与治理的理论认知不全面，对

分类治理的措施与路径缺乏研究。

国际研究已从非正规性的理论视角来认知非正规社会经济活动与空间，并围绕不同

类型的非正规社会经济活动，剖析其成因、治理模式与效果，从不同尺度研究非正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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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非正规空间的更新治理关乎老

旧小区改造成败，但缺少理论与实证支

撑。从非正规性的理论高度审视了非正

规空间，基于非正规性治理和“制度—

行为人”的现有研究成果，构建了解释

老旧小区非正规空间形成机制和治理模

式的理论框架：此类空间是我国住房与

社区管理改革“去规则化”的制度环境、

供需矛盾下无序的空间争夺共同催生的，

其更新治理是“再规则化”的过程，必

然面临空间利益的重置，需按空间的功

能性强弱和权属分类施策。以武汉市的

典型社区为例进行实证分析，将非正规

空间分成强功能型集体所有、弱功能型

私人所有、强功能型单位所有、强功能

型私人所有等四类，梳理出完全正规化

和部分正规化的多元治理模式，为深化

实践提供参照。

关键词 非正规；老旧小区；社区治理；

社区规划；城市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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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格局、成因与治理机制，取得了丰富

的成果[3-4] 。国内则多关注流动摊贩等非

正规经济活动的分布与治理，并聚焦城

中村、摊贩空间、街道等空间，探究治

理对策[5-6]。然而，对非正规空间还缺乏

统一的理论认知，对城市住区内部非正

规空间的形成与治理研究不够，难以支

撑老旧小区改造实践。

为此，本文将梳理非正规性的理论

认知，结合非正规治理、“制度—行为

人”的理论成果，辨析老旧小区非正规

空间形成与分类治理的理论逻辑，进而

以武汉市循礼社区为例，总结其非正规

空间改造中的多样治理实践，予以实证，

以期助力老旧小区非正规空间的高效

治理。

1 非正规性的理论认知：从与正

规性的二元对立到对立统一

“非正规性 （informality） ”一词首

次出现于1960年代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

对“非正规就业”的调查报告中。从此，

人们对非正规性的理论认知大体经历了

从与正规性“二元对立”到“互相补充”

再到“对立统一”的 3个阶段 （图 1）：

起初，非正规性被视为管制缺失的结果，

视为官方权力控制机制缺失或放松后形

成的一系列法外现象的总称[7]，是被正规

性排斥和压制的。非正规性也被视作一

场自下而上的革命，是被边缘化的底层

民众谋生的策略，是弱势群体特有的。

1980年代，新马克思主义将非正规

经济定义为一种规避政府管制的经营活

动,是过度劳工管制与丰富劳动力供给并

存的结果。受此影响，相关研究开始批

判之前二元主义的分离观，认为非正规

性与正规性之间存在广泛的结构联系[8]，
不能被单一地视为“管制之外”，而应视

为与正规性相互补充的平行结构。该观

点仍将其视为忽视底层人民权益的结果。

2000年代中后期以来，学界开始将

非正规性视为一套完整的管制模式，不

是合法与非法、管制与无管制的对立，

是一套“去规则化（deregulation）”的

系统，是在制度变革中政府等权力主体、

资本家等市场主体和从事非正规社会经

济活动的非正规行为人之间竞合的结果，

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共同驱动的。据

此，非正规性不专属于弱势群体或全球

南方国家，而是存在于任何国家与社会

的各个阶层，只是程度不同。为减少非

正规性，政府通常会实施“再规则化

（reregulation） ”[9-10]。由于社会经济与

制度背景差异，非正规性的成因和再规

则化的具体措施也应有所不同[11]。

2 老旧小区非正规空间的形成机

制：去规则化下的空间生产

2.1 去规则化：需求导向下的非正规空

间生产

非正规空间是非正规性在物质环境

层面的表征，多指无明确的官方规划、

脱离正规制度、承载非正规社会经济活

动、具有不稳定性和边缘性的建成环

境[12]，如贫民窟、城中村等非正规聚居

区，以及流动摊贩等非正规经济活动

空间[13]。
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认为空间

是社会经济活动的载体，是特定社会经

济关系下主体互动的产物[14]，但他忽略

了制度对主体行为的约束。英国学者

Pasty Healey等[15]提出了“制度—行为人”

的理论框架，认为建成环境形成于一系

列土地开发与建设过程，其中，利益主

体在特定制度下互动，塑造出特定形态

的空间环境。据此，要了解特定形态空

间生成的原因，就需了解背后的制度结

构和受其限定的社会经济行为特征。

制度结构与主体互动如何催生非正

规空间呢？笔者融合非正规性治理与

“制度—行为人”的现有观点作如下理论

建构：非正规空间是制度变迁中权力主

体与非正规行为人间互动博弈的结果。

制度分为正规制度和非正规制度，前者

多由权力主体制定并监督执行。由于复

杂动态的社会经济系统需要灵活的规则

来保障秩序，政府为实现特定的社会经

济目标便会不断地调整正规制度[16]，表

现为去规则化与再规则化。为激励自下

而上的行动以释放社会经济活力，政府

会终止某些制度，如设立特别经济区或

者默许城中村的住房保障功能等。去规

则化释放了原先被约束的利益，并将其

置于 Barzel[17]所述的公共领域，受人争

夺。当正规的空间管制缺失时，公共空

间首当其冲成为人们为满足个体需求而

争夺的对象。通过自发占用或改变空间

功能，非正规空间得以生产，而且空间

的供求关系越紧张，非正规空间生产的

强度与广度会越高。见图2。
非正规空间一旦生成，便会赋予非

正规行为人与权力主体博弈的能力，进

而影响其正规化：切实的空间占有使个

体有了要极力维护的既得利益，广泛的

非正规实践也会产生诸如相互效仿、法

不责众与抗争意识等非正规制度[18]。为

了获得合目的的社会实践，政府的再规

则化会肯定积极的非正规实践、干预或

消除负面的。前者的帕累托改进往往容

易实现，后者则容易陷入德赛图所述的

“规训—抵制”中[19]。作为低效与社会矛

盾的代名词，非正规空间的正规化多属

于后者，意味着权力主体与非正规行为

人之间的抗争与协商。

2.2 老旧小区非正规空间的形成：社区

转型中的去规则化

我国老旧小区中的非正规空间是非

正规性在住区内部的空间映射，是以居

民为主的非正规行为人在去规则化的社

区管理变革中，出于自身空间需求，占

用公共空间擅自建设的、被现有相关法

律法规①排斥的空间[20]。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实行“统一管

理、统一分配”的公有住房实物分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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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非正规性的认知演变
Fig.1 Evolving understanding of inform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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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政府和单位统一按国家的建设投资

计划供给住房。单位制是社会组织的基

本形式，职工的社会经济行为被整合到

单位的日常管理中[21]，社区管理制度与

责任主体较为明确，几乎没有非正规空

间的生存土壤。单位包建包管，职工对

单位依赖性强，没有生产非正规空间的

需求。

1990年代初，我国开始推行住房供

应与管理制度的市场化改革。公房实物

分配转为货币化分配，管理职责从单位

转移至街道办和居委会。这种转型使单

位社区在管理体制上经历着一定程度的

去规则化：复杂的产权结构与责任主体

不清导致管理权责交接不彻底，单位制

保姆式包揽的惯性也使居民自主管理意

识薄弱。物业型的老旧小区，也会因物

业管理的市场机制与监管体系不健全、

陌生群体自主管理能力有限，或多或少

存在社区管理制度不明、执行不力的状

况。老旧小区管理的去规则化使其公共

空间受到个体争夺。当居住条件难以满

足居民日益增长的个性化需求时，争夺

会更剧烈，非正规空间的生产也就更普

遍。见图3。

3 老旧小区非正规空间改造：再

规则化中的分类治理

3.1 再规则化：依功能性强弱的非正规

空间治理策略

治理非正规空间是再规则化的过程，

意在通过非正规社会经济活动在正规空

间的重置，将其纳入正规管治范畴[22]，
通常伴随着权力主体与非正规行为人间

的博弈，其激烈程度大多取决于后者对

空间功能需求的强弱。功能性需求越强，

矛盾冲突越大，反之亦然。为增强再规

则化的调和度与治理效率，根据功能性

强弱拟定相应的治理措施是必要的[23-24]。
国际上，非正规空间的再规则化大

体有两种模式。一是完全正规化[25]，分

两种实施路径：其一是完全取缔，将非

正规空间视作违建，通过拆除消灭非正

规性；其二是赋予非正规空间完整产权，

通过修订正规制度将其纳入管制。前者

自上而下、不顾历史背景的“一刀切”，

往往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弱势群

体的生计受限、生存空间无法保障。后

者也可能被视为不作为，对遵守纪律之

人不公，助长非正规空间的扩张。二是

部分正规化。该模式主张摒弃“正规本

位主义”的观点，充分审视非正规性存

在的合理性，以更包容的措施，如赋予

非正规行为人空间使用权，激励他们参

与协商治理，承担改善、维护空间环境

的责任。

这些模式各有利弊。笔者认为：针

对功能性需求弱的非正规空间，可以清

除以完全取缔；针对功能性极强的，可

赋予使用权后，以协商型治理进行优化；

针对功能性强弱适中的可予以部分赋权、

部分拆除，并配以协商型治理。

3.2 老旧小区非正规空间的功能、权属

类型与更新治理重难点

老旧小区改造是对公共部位的空间

环境与设施进行逆周期的优化。作为小

区衰退的主要根源，被侵占的公共空间

成为优化重点，且唯有对小区公共空间

进行整体性谋划，改造才有效果。因此，

“违建不拆除不改”成为很多地方推进老

旧小区改造的前置条件，但实际执行困

难重重，反映在治理主体的激励与约束

上（图 4）。第一，老旧小区改造，多由

>���0��

�	��*/K

��*"
�L

���L

��
��

L >
=��

>@

��
���� �*��

�4�B

��	D L >/K

��=�

L!
�

图2 非正规空间的形成机制
Fig.2 Mechanism underlying informal space formation

���0

��� >�
��E=

�B��

!�*�L 
>/K+L!

0)

�B

����

L >/K
0)4�

�!�F	

0)�6�

��7C�+

E=L >
/K*�

0)
4�

�N
�B

�"
�A

�4
F	

�
�
�
F
�
�

�
�
�
�
�
�
L
�
�

�>���K ��>���K 

�� 5� =E� ��� L >=��

图3 规则与去规则化中的主体互动
Fig.3 Stakeholder interactions during regulation and de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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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再规则化中的主体互动
Fig.4 Stakeholder interaction during re-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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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级住建部门和城投公司统筹推进，负

责立项和资金投放。街道办则负责上下

协调与维持社会稳定，旨在平衡改造效

果与避免矛盾冲突[26]，且通常后者会重

于前者。第二，居委会需要落实街道决

策，也要直面居民矛盾的化解。考虑到

小区长期稳定管理的需要，当拆违与稳

定需要抉择时，偏向后者对他们而言是

更理性的选择。第三，物业公司作为盈

利机构更关心收益，几乎不承担协调的

责任，对引起矛盾的拆违往往避而远之。

第四，在缺乏集体行动时，居民个体往

往敢想不敢言。因此，非正规空间的改

造面临街道与居委两头为难、物业无激

励、居民无行动的难题[27]。
破解上述难题，需要分类理清更新

治理的重点和难点。划分类型的标准主

要包括功能性、权属、空间形式 （违

建②、违章构筑物等）与区位③等。由于

定性分析的可操作性要求类型数量可控，

因此笔者以功能性与权属这两个影响治

理策略的核心标准进行一级分类，再分

类讨论不同形式与区位的影响。首先，

功能性有强弱之分④。强功能性的非正规

空间对使用主体的生产或生活多是必要

的，如居住、经营或办公等；弱功能性

的空间，如遮挡、景观小品等，对使用

主体的必要性弱。其次，我国房屋权属

复杂多样，不仅居民、租户、商户等私

人会侵占公共空间，政府部门、街道办、

居委会等集体组织，以及原国有企业单

位也会存在侵占行为。由于集体和单位

组织占有的空间基本都表现出强功能性，

笔者最终划分出强功能型集体所有、弱

功能型私人所有、强功能型单位所有和

强功能型私人所有等四个类别，剖析更

新治理重难点。见图5。
3.2.1 强功能型集体所有：重在公共效

益导向的空间功能置换

此类空间多是街道办、居委会等集

体组织因健全社区组织体系、拓展办公

空间而占用公共空间建造的办公用房，

通常位于社区核心位置，对公共空间和

道路交通系统的完善影响较大[图 5(a)]。
它们虽然功能性强，但具有空间生产主

体与治理主体一致的特点，出于公共利

益最大化的立场，容易建立主体共识，

治理的阻力较小，难点在于改造空间以

发挥最大的公共效益，落实承接原功能

的新场所。

3.2.2 弱功能型私人所有：重在公共利

益导向的居民集体行动

此类空间多是居民自建的停车棚、

遮阳棚、花圃等构筑物。其建材多以金

属铁皮、塑料板为主，成本较低，基本

位于角落、楼体旁侧等一般区位，对公

共利益的影响较小[图5(b)]。此类空间的

数量多、分布广，但功能性不强，一般

不是生活必需的，容易在改造中另行供

给，可能引发的社会矛盾可控。囿于经

济和时间成本，权力主体介入进行一对

一调解的动力不足。使用人拒绝放弃既

得利益是治理的主要阻碍，关键在于提

升社区居民的自治能力与公共意识，以

集体行动将其恢复为公共空间。

3.2.3 强功能型单位所有：难在建与用

分离时的协商对象不明

此类空间在单位社区较普遍，一般

是原单位增建、用于安置职工的房屋，

多是刚需，功能性强，多位于顶楼与社

区边缘，存在一定的公共安全隐患[图 5
(c)]。治理难点主要是建设主体（名义上

的所有者）与使用者不一致。由于不再

承担住房分配和管理的职能，原单位容

易认识到拆违的法理正当性，但因历史

久远，建设行为人或责任人往往难以明

确，缺乏协商对象。使用主体的主观意

识已将其认定为私有资产，会以抵制规

避使用权的中断，或是要求远超合理范

围的补偿。当单位与使用者存在市场交

易时，使用者的抗争会更激烈。

3.2.4 强功能型私人所有：重在保障功

能需求后的协商型治理

空间形式主要为自建房或吊脚楼，

多用于居住或经营，功能性极强，治理

最难：居民利用阳台、窗户等向外扩张

形成棚房或吊脚楼以满足生活所需，违

章店铺也保障了低收入群体的生计，多

占据人流大的核心区位[图5(d)]。拆除这

些空间会带来较大的社会冲突，但如果

漠视或完全赋权正规化，环境难以改善，

也会滋生更多违建。重点在于平衡法理

和情理，在明确禁止此类违建的政策下，

以异地安置、就地平衡等方式保障现有

功能需求，再进行差异化管控与协商

治理。

图5 各类型非正规空间示意图
Fig.5 Diagrams of different informal sp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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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武汉市循礼社区非正规空间的

形成与更新治理实践

武汉这座典型的特大城市以其各式

各样的老旧小区承载着近代各个历史时

期的印记：租界时期的西式建筑、近代

工商经济下的工人棚户区、里分与私人

宅邸，计划经济时的单位社区以及住房

市场化改革后的经济适用房、商品房等，

由长江、汉江的两江四岸向外逐步展开。

这些位于中心城区的老旧小区成为改造

的重点。“十三五”期间，武汉控规一张

图划定了拟拆除重建的“动区”和保留

整治的“静区”。2017—2025年静区中拟

更新的老旧小区便达2394个，建筑面积

近4000万m2。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挑战

着这些当时标杆住区的承载力，在空间

供需矛盾和制度变迁的双重冲击下，非

正规空间成为这些小区的标配。

循礼社区便是静区中典型的老旧小

区，位于江汉区新华街道。先前是两个

村庄，在1983年政府拆除村庄，建设村

民安置房（图6中8—26单元）和多个单

位的公房（58—89单元）后成为城市住

区。总建筑面积 4.4万 m2，多为 31—
70m2的小户型，2020年居住人口 1763
人。作为老旧小区的典型特征，房屋出

租率高达 25%，外来人口约占 20%。它

是武汉市最早一批实施旧改的小区，

2018年启动规划并于2021年底完成改造

验收。其建设与发展涵盖了我国住房改

革的历程，房屋产权多样，为探究非正

规空间形成与治理提供了很好的参照。

4.1 循礼社区非正规空间的形成机制

循礼是一个开放、无物业的住区，

其非正规空间的形成符合前述“去规则

化”的逻辑。最初，还建社区由村民自

主管理，东侧的单位用房由各单位分别

管理。其后，村社体制难以适应住区管

理的需求，公房的私有化改革也使单位

不再承担管理职责，造成一种无管理的

状态。1990年代中，社区成立居委会，

按街道办的指示提供行政与党建等服务，

物业与建设属于代管，权责依然不明。

非正规建设呈现出相应的时空规律：

首先是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为了

在退出前占有更多物业或出于职工用房

安全，单位便占用交界空间违法建设，

如图 6中 61单元东西两侧。单位职工随

后跟进，建设吊脚楼扩大自住面积，西

侧还建小区居民也纷纷效仿，造成了

1990年代吊脚楼、屋顶违建的兴起。为

了给居委会设置办公用房，街道办在小

区建设了最大的违建（图 6中A处），诱

发了还建小区与单位小区交界处的一排

违建，如图6 C1及其南侧建筑。2010年
后，周边开始拆迁，循礼的居民期待拆

迁补偿，催生了一波吊脚楼等违建潮。

截至 2018年，社区共有 195处违建

与违章构筑物，严重阻碍着小区道路交

通，占据公共空间，使基本服务设施难

以布局，也潜藏着巨大的消防隐患。空

间环境恶化，导致原居民外迁，房屋被

不断分割出租，外来人口增加弱化了居

民自治能力，使小区进入了衰退的恶性

循环。

4.2 循礼社区更新中非正规空间的治理

模式

作为试点小区，循礼的改造受到区、

街道办与居委会的高度重视。改造伊始，

各级政府便有共识性的更新目标：全面

整治非正规建设，还公共空间于民众，

用于道路、广场、设施与合理经营的配

套，提升空间品质；改造完成后，组建

业委会，引进物业，建立现代小区的长

效管理制度。基于该共识，循礼根据功

能与权属的四种类型对非正规建设采取

了三种差异化的治理模式，基本实现了

再规则化。

4.2.1 强功能型集体所有与弱功能型私

人所有：重置空间功能以完全正规化

由于集体组织的公权力机构属性和

私人占据空间的弱功能性特征，这两种

非正规空间的治理难度较小，可以通过

重置空间功能、政府内部协商、集体行

动等方式实现完全正规化。图 6中A处

和B处改造详解如下：

A处是街道办为居委会建设的办公

场所，是一栋正圆形的三层建筑，只有

批文但无土地证和房产证。建筑占据了

小区最大的一块公共空间，连同周边紧

贴墙面的一圈违建，阻断了东西向交通

联系。规划方案拟将其拆除，打通道路，

增加老人与儿童活动场所，还建一处活

动室，以此打造“社区客厅”亮点区块，

引爆社区更新（图 7）。街道办的难题是

拆除后，如何安置社区办公空间。社区

东北角有一处五层的宾馆，在房管所名

下，成为突破口。最终，街道办寻求区

级政府调节，说服房管所将宾馆的一到

三楼依次改为办公场所、老人和儿童活

动室，再由区级政府为房管所进行对等

空间补偿。街道办身先士卒的决心以及

区级政府的协调最终实现了拆违与改造，

从中我们看到强功能型集体所有的非正

规空间改造，需要处理的主体关系相对

简单，只要实施非正规建设的集体组织

本着以民为本、为社区谋福利的公心，

立足实际空间需求，相关主体积极协商，

以空间功能置换的方式实施拆违改造，

是可以在政府内部平衡解决的。

B处是一楼居民违章占道构筑的杂

物间。由于管制缺失，面积不断扩大，

愈加阻碍交通、影响小区形象。居委会

曾多次劝说，期待个人主动拆除，但由

于此类违章较多，终无成效。小区改造

为居民集体清除此类构筑物提供了契机，

图6 循礼社区各类非正规空间分布
Fig.6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informal spaces in Xunli

107



2023年第 5期 总第 279期

规划将此处清理后改为公共晾晒场地。

首先，召开居民议事会，以规划的美好

蓝图寻求居民代表对拆违改造的认同，

建立社区支持网络；然后，以集体之名

拟定行动计划，再由居民集体定向说服

居民个体，回应其关切。最终，作为一

项居民自发的集体行动，社区类似的违

章搭建得以清理。

这说明弱功能型私人占有的非正规

空间非刚需。在面临违章利好与社会舆

论孤立间的抉择时，占有人对拆违的排

斥心理是可以通过建立公众参与机制、

组织居民集体议事等方式培育居民自治

力量[28]，进而以集体行动破除的。这通

常需要事先有合理的空间更新方案，将

拆除后的利好与不拆的弊端清晰呈现给

居民，以寻求集体共识。这种柔性治理

措施也往往是成本最低、矛盾最小但效

果最好的，有利于社区共治共享。

4.2.2 强功能型单位所有：依改造必要

性、协商可行性的完全或部分正规化

图6中C1和C2是两处原单位建设的

违建。C1位于东西两小区的边缘，由一

位独居老人使用。规划将其改为广场和

道路，成为融合两小区的核心，拆除势

在必行。在协商中，老人子女以单位职

工安置房且难以负担老人居住空间为由，

拒绝拆除。同时，原单位几经变更后也

难寻责任人。为此，街道办考虑到老人

居住的实际需求，为其安排一处公房后，

顺利拆除了违建。C2是原单位出于安全

考虑用来封闭院落的一层砖房，有土地

证、无房产证，现状闲置，但有消防隐

患。协商时，单位无人担责，并以担心

国有资产流失为由拒绝拆除。多方协商

的结果是尊重现状，通过增设房门、加

固建筑增加其应急通道功能。见图7。
这说明面对建设与使用主体不一的

非正规空间，强制拆除往往较难。可依

据改造必要性与协商可行性采取不同的

治理方式：对位于重要地段、负外部性

强的，可在满足功能性需求的基础上拆

除，完全正规化；对非重要地段、公共

影响小且协商难度大的，则可尊重现状，

进行合目的性的改造，在部分正规化后

纳入规范管理。

4.2.3 强功能型私人所有：基于功能需

求的部分正规化

此类违建责任主体明确，多是生存

所需，居住功能以吊脚楼为主，经营功

能以小摊贩为主。业主会坚称其存在的

情理正当性而强烈抵制拆除或寻求对等

补偿，治理难度最高。

循礼的吊脚楼占了违建数的一半，

直接负面影响不大，但建筑安全隐患、

坏的示范效应等间接影响明显。整治存

量、严控增量成为政府的主要目标。整

治的原则是不予以讨价还价的补偿，但

可以承担拆除修补的成本和功能恢复的

适度补贴。由于此类违建较多，成本与

补贴代价不菲，政府需平衡投入与（社

会、政治）效益。循礼大体采取了 3种
方式：一是在军运会的建设资金支持下

拆除重要界面的吊脚楼；二是协商拆除

安全隐患大或功能易恢复的，如用于放

置杂物、花盆或厨具的吊脚楼；三是对

功能恢复难的则尊重现状并结合改造消

除安全隐患。

图6中D处是业主占道经营、服务社

区及周边居民的餐馆，但又与理顺道路、

规范经济活动相冲突。街道办多次以城

管执法为由试图取缔，遭到业主以社会

就业与生存困难为由的抵制。最后，双

方协商，在商户拆除棚房留出必要的道

路后，由政府在邻近地方另辟经营场地，

由商户维持场地卫生管理。见图7。
以上说明，针对此类违建，治理主

体需明确不予补偿、严控增量、整治存

量的底线与原则，在存量整治中以耐心

寻求博弈主动：对必须拆除和协商可以

拆除的，建立资金保障和功能恢复的补

贴机制；对难以拆除的，探索融合规划

目标与现状功能的改造与长效治理措施，

通过部分正规化纳入有序管理。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从非正规性的理论视角审视了

非正规空间，认为非正规空间与正规空

间是对立统一的，前者是权力主体与非

正规行为人共同引发的，因此治理中不

能将两者对立起来，应以协商共识为基

础推进非正规空间的正规化转型。

基于这种认知，本文以规则、去规

则化、再规则化为主线构建了老旧小区

非正规空间形成与治理的理论框架，认

为老旧小区非正规空间形成于我国住房

与社区管理由计划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去

规则化环境中，是非正规行为人自发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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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各类非正规空间改造前后对比
Fig.7 Redevelopment of different informal spaces: before and 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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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空间供需矛盾的结果。再规则化不应

“一刀切”地拆除或按现状全盘合法化，

而应依据非正规行为人对实际空间功能

需求的强弱分而治之，在中国特定产权

制度背景下，还需考虑权属对治理难易

程度的影响。针对强功能型集体所有的

非正规空间，治理重在公共效益导向的

空间功能置换；针对弱功能型私人所有

的，治理重在以公共利益为导向发动居

民集体行动；针对强功能型单位所有的，

治理难在建与用分离时的协商对象不明；

针对强功能型私人所有的，治理则重在

保障非正规行为人功能需求后的协商型

治理。

武汉市循礼社区更新中的拆违实践

进一步证实了上述理论解析的有效性与

可行性。针对强功能型集体所有和弱功

能型私人所有的非正规空间，治理相对

较易，可通过重置空间功能的方式予以

完全正规化；针对强功能型私人所有的，

治理最难，可基于功能需求强弱部分正

规化；针对强功能型单位所有的，则可

依改造必要性、协商可行性实施完全或

部分正规化。然而，循礼社区难以涵盖

所有类型小区和非正规空间类型，未来

研究可丰富多类型的实证与比较，探讨

更多元、有效的治理模式，完善老旧小

区非正规空间的更新治理体系，助力空

间善治。

注释

① 国家法规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

法》、《城市管理执法办法》等，地方性法

规如《武汉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武汉

市控制和查处违法建设条例》等。

② 违建是指四面围合、加顶，高度超过1.2

m 的建成空间，包括屋顶与地面的棚户

房、突出墙面的吊脚楼。违建之外侵占公

共空间的人工建造物则是违章构筑物。

③ 重要区位如交通要道、楼顶等影响大的位

置。一般区位如公共区域的角落、楼道内

等影响较小的位置。

④ 强弱并非二元，是相对而言的，为便于分

析，本文简化为强、弱两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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